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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目标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粤港澳大湾区2010年及以后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究发现：广东产业政策主要由广东省政府颁布同时强调与港澳合作，香港产业政策主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共同颁布，澳门产业政策主要由澳门特区政府颁布且与粤港合作程度较低；粤港澳三地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适时调整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但均强调环境型工具的使用；大湾区在宏观层面上的产业政策战略目标较为一致，但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地方差异性。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精炼表述具体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精炼表述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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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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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subjects, tools and objectiv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promulgated b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in 2010 and beyond. The study finds that Guangdong's industrial policy is mainly promulgated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emphasizes cooperation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Hong Kong's industrial policy is mainly promulgated jointly by the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while Macao's industrial policy is mainly promulgated by Macao SAR Government and has low cooperation with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e three place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constantly adjust the use of industrial policy tool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ut all emphasize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tools;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GBA are consistent at macro level, but local differences are presented at micro lev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text,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polic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ere clarified,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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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9市组成的城市群。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一国两制”体制下作出的新探索。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成为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因三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形成的地区壁垒而受到延缓，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三地政策体系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导向，不利于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政策协同体系；其次，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规划引导下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生产原材料等，但地方壁垒严重影响产业要素的自由流通；最后，大湾区各地方的产业政策多以完善地方产业结构为出发点，尚未基于大湾区全局层面考虑整体完善性的产业政策体系，不利于大湾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总而言之，“一国两制”下的经济结构及地缘性的资源配置等问题的存在，对大湾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造成了一定障碍。为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营造适应的外部环境，其中政策环境的改善最为关键。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要素集聚过程，实质也是大湾区的产业转型发展过程，其发展是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产业政策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动态调整的过程。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现代产业体系初具雏形，随着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构建匹配性的产业政策体系。因此，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推动区域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大湾区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自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已有文献呈现如下主要研究特征：
第一，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大湾区的政治体制机制建设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当前探讨政治体制机制建设对大湾区产业的影响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大湾区产业的发展需要实现跨境区域合作、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等条件，即需克服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对大湾区现有政策制度体系提出了适应性调整的需求[1]。学者们一方面重点探讨大湾区的区域合作制度创新[2-3]，另一方面为区域合作机制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研究[4-5]。但现有关于大湾区制度机制创新的文献研究中主要提及“产业”概念，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则较少被提及。
第二，实证研究方面重点探讨了大湾区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产业结构分布、产业协同程度与大湾区的产业发展有着深刻联系。总体上，区域产业结构分布合理及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对大湾区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研究证明，一方面大湾区现有产业结构较不合理，产业趋同形象严重；另一方面大湾区产业协同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6-7]。针对大湾区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多数学者从产业协同机制创新、增加财政扶持、拓宽融资形式、提高区域城市网络的整体经济联系等角度探讨改善措施[8-10]，但较少有学者基于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分析的角度探索发展路径，缺乏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
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产业发展、区域合作、制度构建、贸易、教育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但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层面展开研究的文献仍十分缺乏；虽然也有文献基于我国某些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展开了研究与探讨，能够为大湾区产业政策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与基于全国层面与其他区域层面的研究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不同的制度体系，我们需要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区”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分析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主体，探索宏观政策体系对其发展现状的影响；并通过对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进行系统性梳理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为推动大湾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政策主体、工具与目标是政府设计、选择、运用与评估政策时考量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也遵循“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研究结构。政策主体是政策的颁布者与推动者。政策颁布是政府主体行为的重要表现，政策颁布数量能反映出政府对相关领域发展的重视程度。政策工具作为政府选择、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管理和服务的公共政策方案，是政策主体实现其最终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李健等[11]认为政策工具是被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所采用，或从潜在意义上说可能被采用，进而实现单一或者多个政策目标的手段。虽然现有文献对政策工具的分类进行了丰富与深入的研究[12-15]【有何实质性引用？！】，但对于政策工具的分类仍主要参照Rothwell等[12]的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划分标准。本文在张秀妮[16]研究提出的政策工具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参照王世英[17]对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具体释义，重新界定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3类政策工具的内容及范围：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基础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公共服务、教育培训、信息支持等，以政府导向作用为主，对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有效的动力；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涵盖政府采购、服务外包、海外机构、贸易管制等内容，政府主导性程度较低，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间接策动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务金融、税收优惠、策略性措施、法规管制等，政府宏观调控占主导，直接策动新兴产业的有序发展。此外，本文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政策过程中，发现有些复合型文件或是总体规划涵盖了多类政策工具，因此本文增加组合型这一类政策工具，以助于更好地分析政策文本。就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目标而言，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均是希望通过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推动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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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分析框架

2.2  数据来源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_Hlk52275256]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8]。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18]。《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大湾区将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培育壮大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因此，本研究将依据以上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区别】，分类比较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取向与差异，并提出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建议。为保证研究的代表性与有效性，本研究基于粤港澳三地的政府官方网站，以“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通过对比内容相关性程度和排除重复文件，最终共搜集到2010－2019年间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文本85份，其中香港20份、澳门17份、广东8份。粤港澳三地的新兴产业政策都是在国家最高纲领下制定的地方适应性政策，但由于粤港澳的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差异性，各地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有较为显著地缘性特征，差异主要表现在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方面。
3  粤港澳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证比较
3.1  政策主体
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主，在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统领下，省政府进行统筹安排，各领域、部门进行跨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如广东省《2018年关于组织申报“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的通知是由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广东省财政厅、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共同颁布的政策文件。香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较为多元化，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国务院政策的直接影响，如2019年3月国家出台的《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对香港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影响较深；政策类型多为合作性协议，其中以粤港政策协同最为显著，如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因此，香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以国务院为主，或香港特区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共同颁布。澳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以澳门特区政府为主，具体产业领域则与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如2017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构建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推进政府专有云计算中心及应用大数据技术项目的建设，加快澳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步伐。
通过对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进行梳理发现，三者的主体行为差异较为显著：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为省政府、市区级政府层层递推落实，不仅如此，还强调要求与港澳地区政府政策协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等制度性文件的落地，也为粤港澳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奠定基础。香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为香港和广东两地政府，香港已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多以与广东省的合作性政策为主，强调进一步深化与珠三角地区城市的产业合作交流，联合打造一批产业链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澳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为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的发布者和推动者以当地政府为首，政府围绕国家对大湾区建设总方针，致力于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层面上与香港、广东两地政府的合作度相对较低。
3.2  政策工具
以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两个重要性文件为时间划分依据，可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的选择演变分为3个阶段，如表1所示。三地在政策工具选择顺序上都优先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仍以制度法规、目标规划为主要调节工具，而后根据不同的发展时期对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作出调整。2000−2016年为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阶段，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宏观目标引导及法规管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三地政府重点出台相关制度及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作为该阶段产业政策的主要调整工具；2017－2019年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颁布的年均数量最多，说明三地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与扶持力度，在此阶段政策主体仍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但逐步兼顾对其他类型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2019年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全面深度优化，以供给型、组合型的政策工具为主要调节工具，逐步从单一的政府调控形式过渡到以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更好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发展。总体来看，香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工具使用较为均衡。【表中已明确表示的内容无需简单重复赘述】政策工具选择偏好反映了粤港澳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且阶段性目标不同要求政策工具的选择要适时调整。
表1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的时间分布及特征          
	区域
	初期探索阶段（2000−2016年）
	加速发展阶段（2017−2019年）
	转型升级阶段（2019年以后）

	
	工具数量/种
	工具特征
	工具数量/种
	  工具特征
	 工具数量/种
	   工具特征

	香港
	13
	环境型工具为主，以阶段性目标规划为主要调整工具
	5
	环境型为主，供需型为辅，以供给性措施、对外交流为主要调整工具
	2
	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以财政补贴、策略性措施为主要调整工具

	澳门
	10
	环境型工具为主，以阶段性目标规划为主要调整工具
	6
	环境型工具为主，以综合性的具体措施方案为主要调整工具
	1
	供给型政策工具，通过资金投入、支持人才引进为主要调整手段

	广东
	29
	环境型工具为主，以目标规划、具体实施意见征集为主要调整工具
	17
	组合、供给、环境型工具混合使用，以法规管制、公共服务、资金支持等为主要调整工具
	2
	组合型、环境型工具，以综合性全面措施及制度完善为主要调整工具



3.3  政策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整体战略目标方向是：迎合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大湾区集聚高端要素的过程中结合粤港澳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优势，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系，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但由于三地行政上的差异，虽整体战略目标方向保持一致，但各地具体的政策目标仍存在差异。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具体目标方向是推动当地具有优势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发展，同时兼顾与其他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以及与港澳地区的有效合作，不仅注重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发展的平衡性，还强调与港澳两地的协同合作性；香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受内地政策影响较深，多以合作性协议为主，强调与内地开展产业合作，政策战略目标基本与广东省保持一致，但具体目标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差异又有区别，如香港注重构建高端引领、协同发展、绿色低碳的开放性、创新型产业体系，因此对相关服务业、数字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较为重视；澳门则注重发展旅游休闲服务业、博彩旅游，发展城市的特色产业体系，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扶持力度会更大。
总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体系（见图2）基于问题导向，并对政策总目标进行层层分解执行，三地在宏观层面上的战略目标较为一致，在微观层面上则呈现地方差异性：广东在具体措施上强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体，加快形成区域合作的新兴产业联动机制；香港在具体措施上则强调全面开展产业间的合作交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澳门则以系统性的城市规划建设改革为主，因此部分政策为复合型文件，涉及多个领域且提供了战略方向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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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目标体系框架

4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证分析
为促进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大湾区各市（区）在中央及省级政策的指导下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适应性政策，因此，本文在分析大湾区省级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研究市（区）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
4.1  政策主体
大湾区各市（区）政府和发改委及相关事业单位为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发布者和推动者，但政策的主体仍以各市（区）政府为主。另外，部分地方政府采取项目外包的形式与相关企业签订合作，旨在推进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如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与博济医药签订《生物医药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部分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无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战略导向主要依据省级或国家级政策方针为指导，或尚处于政策实施意见征集的阶段。但根据对政策发文主体观察，大湾区各城市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停留在省级政策层面，缺乏市（区）级层面深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的政策体系。整体而言，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以地方人民政府、发改委为政策主体，但部分发展较缓慢的地区则与企业、外部机构签订战略协议，通过外部力量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4.2  政策工具
大湾区各市（区）政府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内容多以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为主，政策工具多为供给型或组合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欠缺。深圳市政府侧重使用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政府侧重从供给端提供资金支持、人才激励、公共服务等，市财政每年安排预算设立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环境端则是以战略规划为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阶段性的实施方案、规划目标。广州市政府兼顾了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组合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法规管制、目标规划等，从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的层面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佛山市政府侧重使用供给型、组合型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以及产业发展体系的构建【残缺句】。东莞市政府侧重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其中以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工具使用频率较高，由于东莞市是大湾区内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政策工具的使用则是制定阶段性目标实现对制造业的转型。惠州、中山、珠海市政府基本都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以法规管制、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为主。肇庆市、江门市政府侧重使用环境型、组合型政策工具，多以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为主要工具。整体而言，大湾区各市政府对于政策工具的优先选择表现为环境型、供给型、组合型、需求型等，但较少地区能兼顾使用所有工具类型，其中对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关注度、使用度相对不够，目前以设立阶段性目标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调整工具。
4.3  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的阐述直接反映了大湾区各市（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差异，这是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目标划定的实现节点以及目标利润额都直接反映了城市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大湾区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的节点时间与国家“十三五”规划基本相一致，政策目标的内容则是体现地方政府重点对某个及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倾斜，这是由于澳大湾区基于地方产业机构对不同城市进行功能分工，产业发展需求差异影响各地区制定推行的产业政策针对的侧重点不同，从而政策目标的规划有所区分。深圳、广州等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全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功能定位相对较高，除了重点发展本地优势产业，还加大对其他新兴产业的扶持，例如，依托珠江东岸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础，深圳市将打造成为大湾区的核心“硅谷”以及智能制造和教育文化旅游产业圈，使城市发展兼顾经贸、科技、教育、文化和生态环保等各类领域；相反，部分城市尤其重视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强调将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如珠海、佛山、中山、江门、肇庆市基于《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聚焦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政策导向，依托珠江西岸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智能制造、航空、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等产业集群。而惠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目标是加快发展石化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两个万亿元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新支柱产业，构建现代化新兴产业体系。
5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政策工具和目标关联模糊
政策执行的过程实际上是政策目标层层分解的过程，而这种政策目标的分解过程会受到政策工具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的影响，继而影响政策目标与其子目标之间的匹配程度，并对政策工具的选择产生间接性影响。目标规划、资金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扶持等都是政府常用的产业政策工具，更有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从而达成其产业政策目标，如《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政策》鼓励文化与科技融合等新兴业态的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每年发布 10 家优秀新兴业态文化创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每家最高不超过50万元创新奖励等财政扶持措施。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规划目标层层分解落实至省、市（区）层面的政策目标有所不同，而各地政府执行政策所选择使用的工具不同，当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呈现多元化时，有可能导致政策工具与目标关联的模糊性。
5.2  产业补贴存在弱化市场机制的风险
财政补贴是产业政策最常使用的政策工具，其资金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这会产生两大不利影响：首先，随着大湾区的加速发展，政府用于产业补贴的支出快速增加，补贴范围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众多的产业领域，产业补贴规模膨胀意味着大量财政收入集中配置到产业经济领域，挤占了用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资金，财政支出结构的大幅倾斜将不利于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其次，政府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旨在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提升绩效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尽管政府补贴的确扶持了一些新产品开发力度较高或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也通过“深化补贴”保护了部分亏损企业或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19]，这将逐步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导致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的良好发展。
5.3  产业政策导向的资源配置不均
产业政策导向的资源配置不均首先表现在地区与产业不均衡。不同地方政府对同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别的补贴力度不同，同一地方政府对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类别的补贴力度也有所不同，而政府支持的产业将获得更大力度的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扶持，这将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地方传统产业结构的特性。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内的城市群依据城市区位、功能定位等因素划分了多个产业集群带，如珠江西岸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珠江东岸的电子信息产业带，这将导致同质型产业在政策扶持力度大的地区集中发展。其次表现在企业间不均衡。相比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获得产业补贴难度较大，由于产业政策倾向于支持少数企业，低生产率的企业易获得政府的技术支持、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这严重影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退出机制的正常运作，进而导致大量生产资源囤积于低生产率企业，使其不能有序退出市场，而高生产率企业则因难以获得资源支持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20]。
5.4  产业政策与配套政策缺乏联动
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已逐步构建，包括产业发展规划、园区管理、资金扶持、法规制度等文件相继出台，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技术人才、资本、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集聚。目前大湾区各地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的相关政策已有相对成熟的政策文本，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仍停留在制度改革、目标制度的层面，还没有更明细的专项管理办法，而广东各地级市已进一步深化至产业园区的管理办理层面，对于政策的客体有更加针对性的实施办法，如《中山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是中山市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引导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人才引进等配套措施则缺乏与产业体系相挂钩。因此，促进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及时完善相关配套的制度政策，以保障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目标的分析框架，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广东与港澳地区或广东各市间在政策主体结构、政策工具选择与政策目标制定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广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科技以及高端研发产业等核心产业，主要强调产业目标、制度规制、应用推广等，而省内各市（区）政府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目标多为调整行政辖区内的产业结构，缺乏与大湾区产业发展的协同性；香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强调协议合作，推动当地专业服务和创新科技事业发展；澳门则重视旅游业、博彩业的产业优化调整。大湾区整体的产业政策侧重使用目标规划、财政资金支持等调节工具，但是根据政府对于政策工具选择使用的时间分布来看，以目标规划、财政扶持等政府主导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在递减，而人才引进、企业服务、项目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引导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在递增，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正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基于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6.1  加强产业政策工具的有机结合使用
本文认为要灵活使用产业政策工具，增强产业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衔接度。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外部环境，需合理选择适宜当前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以不同功能的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然而，对于政策工具组合选择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应该秉持谨慎的态度。在围绕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符合实现目标的基本要求下，首先应该对不同政策工具进行深入研究，并对政策工具框架合理分析，按使用用途进行划分界定，逐渐形成清晰化的政策工具选择目录，减少政策工具使用中的模糊性；其次，应加强政策制定主体对政策目标的认知深度，弱化盲目增加产业产值的目标导向；再次，应加强不同层级体系职能部门即跨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协调，保障政策目标的层层落实，满足大湾区从宏观层面到地区微观层面的发展要求，保证整体规划与地区政策目标实现互不背离，致力降低政策目标在层级分解过程中的偏离程度；最后，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过程中应充分考量政策实施的外部因素，增强政策工具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最大可能地确保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以实现政策目标为首要标准。
6.2  构建动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体制
产业政策不仅要重视前端的政策研究和制定，还要关注政策落地和执行效果，逐步建立完善政策效果评价体系和政策动态调整机制。首先，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根据市场的“优胜劣汰”退出机制有选择性地增加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借助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变革，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保持发展活力；其次，根据产业的阶段变化动态调整产业政策，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性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调节，如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初期，粤港澳三地政府都颁布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规范新能源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新能源产业的起步发展至关重要。大湾区大部分城市都系统综合地运用了环境型、供给型政策工具，同时针对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但整体而言，大湾区内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而对于需求型、组合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则相对不足。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完善，应及时转变政策侧重目标，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我调节机制的构建完善，协调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机制的互相关系。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后期阶段，政府应根据个别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要求，适度增加需求型、组合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尤其是组合型工具，兼顾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优化。
6.3  促进地区间产业政策协同配置资源
根据前文对粤港澳三地政府及广东省各市（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梳理发现，区域间的政策协同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加快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政策间的协同效应产生，不仅要求城市间的政策协同，还强调行政体系多层级的政策协调，具体表现为广东、澳门、香港三地的政策目标方向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大湾区各市（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应增强完善区域产业链的合作意识，如《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聚焦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规划珠海、佛山、中山、江门、肇庆等市打造珠江西岸地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地方的政府则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构建中侧重打造珠江西岸的区域产业链，增强区域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另外，还需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合理地向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倾斜，促使产业资源在企业间合理流动及分配，防止龙头企业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旨在通过政府宏观调节市场资源分配的弊端【表意不明】。
6.4  产业政策与配套政策应同步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吸引外界大量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产业要素集聚，在资源集聚的过程中，资源配置的调整方式必然要重新构建，以适应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本文认为大湾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不仅需要兼顾区域间的政策衔接，还需要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配套措施，最大程度保障产业结构稳定的发展，如完善创新人才培育机制、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构建新兴产业政务平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跨区域资源调配、突破地区产业合作壁垒等相关配套政策。大湾区要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群，则要求其不仅要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机制，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法规制度，对于社会经济、公共服务等配套政策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也是推动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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